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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背景下农村青年生育观念的嬗变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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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采用质性方法探究低生育率背景下农村青年生育观念嬗变历程及其行动逻辑,着重关注生育

政策收紧时“逃着生”诸种表征演绎为生育政策回归家庭与个体时“不想生”现象的直接分类,从而呈现生育观

念在行动层面的直接外放。 通过深度挖掘其嬗变历程及其演绎逻辑,则显现为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张力以及

家庭主义与新家庭主义相抵牾。 也即当家庭主义占据主流以及社会对性别关注度较高时,则为“逃着生”基本

样态;而当个体主义占据优势以及社会对性别关注度较低时,则为“不想生”基本样态。 据此可见,农村青年生

育观念嬗变要素凸显青年群体内在独特性,实存于从家庭主义到个体主义以及从家庭主义到新家庭主义转变

中,且进一步表达为其对流变社会以及外来文化的内化与外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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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末全国人口 141
 

175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85 万人,其中城镇常

住人口 92
 

071 万人[1] 。 回溯可见,自 2016 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呈逐年下降趋

势,从 2016 年的 13. 57‰下降到 2022 年的 6. 77‰;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从 2016 年的 6. 53‰下降到

2022 年的-0. 60‰(表 1)。 另据 2021 年“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 1. 3[2] ,显著低于理想状

态下人口生育率 2 的更替水平。 因此,为解决生育率迅速下降问题,政府层面已经提供一定的政策支

持,各地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配套措施。 学术界据此展开热烈讨论,形成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

果。 但是,上述政策措施或学界建议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人口出生率仍呈下滑趋势。 既往生育

政策收紧时农村青年“逃着生”逐渐演变为时下生育政策回归家庭与个人之后“不想生”的现象。 为什

么会呈现这种现象? 其间经历了怎样的行动调整与观念变迁? 本文力图予以回答。
 

表 1　 2013—2022 年人口统计表

指标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人口出生率(‰) 6. 77 7. 52 8. 52 10. 41 10. 86 12. 64 13. 57 11. 99 13. 83 13. 03
人口死亡率(‰) 7. 37 7. 18 7. 07 7. 09 7. 08 7. 06 7. 04 7. 07 7. 12 7. 13

人口自然增长率(‰) -0. 60 0. 34 1. 45 3. 32 3. 78 5. 58 6. 53 4. 93 6. 71 5. 9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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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分析维度

(一)文献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鼓励增长、放任增长、严格控制增长[3] 到逐渐放开几

个阶段,即从鼓励生育、节制生育到后来“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再到 20 世纪 80 年代推行

“独生子女”政策,直至发展到“全面二孩”“全面三孩”政策等[4] 。 期间,学者们对政策内涵、实施效果、
存在问题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形成该项政策实施以来的基本判断。

1. 生育成本论

生育由诸多成本构成,如生育成本、养育成本、教育成本、婚姻成本等,进而让青年群体面对“想生

而又不敢生” [5]的尴尬境地。 国外学者贝克尔从微观经济学角度探讨欧洲家庭生育决策,认为家庭是

基于“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原则作出理性生育决策[6]141-162。 国内学者从家庭经济学视角分析人们

的生育行为,例如,李建民基于中国生育率转变历程,指出现代社会生育率下降已进入“生育成本约束

驱动阶段” [7] 。 郑真真等从育龄妇女角度分析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指出当“生育的精神需求”成为生

育重要理由时,人们的二孩生育意愿将越来越低[8] 。 对家庭来说,生或不生的抉择可能会涉及到婴儿照

顾、幼儿教育、子女上学等众多与子女相关的因素[9] ,显现为这一群体生育意愿的转变逻辑[10] 。 另有学

者采用文本分析和准实验分析法,从理论和经验上论证城乡生育成本变化及其对生育率的影响[11] 。
2. 价值导向论

长期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国家生育率持续下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制度环境被认为是主

要决定因素[12] 。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庭的重要功能之一即赡养老人、实现孝道孝行代代传承。 伴

随现代化进程,核心家庭将成为独立的亲属单位,必然导致家庭保障功能弱化。 随之,家庭不再是承担

赡养功能唯一场所。 同时,流变时代快速跟进,生产方式改变与福利制度建立也使得家庭观念发生变

化,人们对“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认同程度有所下降[13] 。 进而,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拮抗

并存,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正被“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所代替,性别平等正在成为青年群体生育观念

变迁的推进要素。 进言之,传统家庭主义生育动机逐渐让位于个体主义生育动机,生育无性别偏好及女

性主义生育观普遍化等特点拉低了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14] 。
3. 文化失调论

研究认为,当下政策供给日益多元,市场经济诱致性增强,青年群体在流动社会受到多重文化影响。
因之,在生存压力和阶层固化焦虑中,他们选择了让人生消沉、生命暗淡的“躺平”姿势,进而对其生育

观念乃至生育行为产生一定影响。 吴愈晓认为,城市化与工业化使得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生产不断式

微,养老保障制度分担了子女在父母养老中承担的责任[15] 。 从生育角度来看,当代青年尤为注重生活

质量,并据此考虑生育意愿[16] 。 另有学者指出,农村青年带着对外面世界的渴望离开故乡,为追求自由

而拒绝签署保护权利合同,也会在遇到不平等待遇时将责任归结于自己[17] ,从内心层面寻找解脱方式。
然而,也有学者基于代际相亲节目,研究发现年轻人在择偶和婚恋问题上更为重视自身利益以及个人欲

望满足,却忽略了对等的义务和责任[18] 。

(二)分析维度

一般而言,生育观念包括生育目的、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质量以及生育间隔等问题[19] 。 生育

观念变迁,指青年群体在不同阶段对生育意愿、生育行动的直接表达。 本研究关注两类概念:“逃着生”
与“不想生”。 其中,“逃着生”,即要求生多孩、生男孩,对性别有要求,有男孩偏好;“不想生”,即不想结

婚或结婚后宁愿做“丁克”一族,也不想生多孩,只满足于一个子女,无性别要求。
回溯既往,生育观念在不同时期与家庭主义、个体主义具有一定相关性,并外显为特定的生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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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del 等将家庭主义内涵界定为家庭优先性、家庭互联性、家庭互惠性和家庭荣誉感四个维度[20] ;其他

学者则根据家庭与社会关系归纳了家庭主义二个维度,即作为“责任”的家庭和作为“权利”的家庭[21] 。
其中,前者将家庭视为一种社会组织,强调家庭成员角色义务;后者将家庭视为一种社会资源,强调家庭

对个人的保护和支持。 后来,随着社会流变与学术推进,“个体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价值取向逐渐占

据行动主位,即以尊重“个体”意志为标志,是现代性思想的基础[22] 。 但是,由于其缺乏对权利与义务对

等认识,从集体中解放出来的个人面临或已经滑向自我中心主义[23] 。 这样,当自我为中心与家庭核心

价值在人们内心相互牵绊时,“不但使每个人忘记了祖先,而且使每个人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

疏远[24]627。
循此言之,家庭主义和个体主义理论之争是思想层面与学术层面的抽象表达与概念碰撞。 如何在

实践中达致理论争鸣与现实阐发,需要将其放到现实中验证。 由此,无论是生育成本、价值导向还是文

化失调的理论解读,均表征为青年群体生育观念及其生育行为的一重内涵。 当下农村,正处于“半陌生

人社会”之中,需要对注重家庭伦理的儒家传统做出理论回应,以期调适“家庭本位”与“个人主义”的紧

张关系[25] 。 有鉴于此,可以想见,个体主义弱、家庭主义强、性别关注度强的特定年代,“逃着生”现象成

为历史的必然。 到了流变时代与网络社会,人们异质性增强,人员流动加快,由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

会,性别聚焦不断变化。 农村青年在城市务工,接受市场洗礼与外来文化熏陶,注重个性表达。 个体主

义强、家庭主义弱、性别关注度弱等诸多现实,形塑出这一时期青年群体“不想生”观念。 如是,文章从

个体主义抑或家庭主义入手,展开生育观念嬗变分析,呈现其内部转化关系,是在借鉴既有研究诸多解

读基础上的一种尝试。
本文作者于 2023 年 2 月开始,基于质性研究“目的性抽样”原则,历时三个多月,对皖中某县 Z 镇所

辖村进行实地调研,采用半结构访谈收集资料,围绕“农村青年生育观念变迁、生育行为选择”这一主

题,探究其生育观念变迁元素,找到其行动的基本逻辑。 其中,访谈对象为四类个案群,一是乡镇干部 6
人,即上个世纪 80、90 年代以及当下阶段分管或从事计生工作的干部群体;二是村级干部 10 人,即上个

世纪 80、90 年代以及当下阶段从事村级工作的干部群体;三是老年群体 15 人,即上个世纪 50、60 年代

出生,70、80 年代处于婚育阶段的农村户籍老年人群;四是青年群体 15 人,即上个世纪 80、90 年代出生,
当下正处于婚育阶段且生育意愿偏低的农村户籍青年人群,基本达致研究对象与访谈资料饱和目标。
访谈资料编码按照序列编码方式,以姓名首字母代称,依次为性别、年龄、职业等人口学信息。

二、“逃着生”与“不想生”:两种基本社会事实

马克思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
人们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26]50-51“逃着生”与“不想生”,作为两种基本社会事实,是特定阶段人们意识

观念的现实回应以及政策设计的及时反馈。 其中,“逃着生”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生育政策收

紧时的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想生”则是新世纪政策层面将家庭与个体纳入主流现实,体现为现代婚育群体

对子女数量与性别观念的日渐淡化以及基本偏好,更加崇尚个体自主性的内在涵养与外在表达。

(一)“逃着生”形构的超生群体

超生群体源于特定阶段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现实反馈,是农村社会实现“男孩偏好”以及“多子多

福”追求而形构的特定行动。 民间戏称为“超生游击队”,即在流动、躲避中完成人们对生育目标的基本

实践与理想化诉求。
1. “男孩偏好”形成的超生群体

乡土社会,基于生育观念延续与人员较少流动,人们思想较为保守,更看重生育对于家庭和家族的

意义,而很少看重生育对于个体的基本价值。 在一贯认知里,生儿育女,一方面是为了家族顺利绵延与

传宗接代。 生育子女越多(尤其是生育男孩越多),家族势力越大,不仅能够有效绵延子孙后代,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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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在内心层面表达对祖先血脉传承的基本尊崇。 另一方面是基于农耕时期基本现实的需要,生育更

多子女不仅使养老资源更有保障,而且还能提升家族在村庄社会中的地位和面子,也能有效开展农业生

产。 在此情况下,传统社会农村青年生育意愿普遍较强,尤其“男孩偏好”。 顺言之,这一群体为了实现

理想化生育男孩目标,选择了长距离流动和即时性躲避等方式。 本文访谈的一位老人,她家也加入了超

生行列,并亲身经历了这样的“逃亡”过程。
农村谁家没有男孩,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还会在村里抬不起头。 特别是当农村邻里发生矛

盾、吵嘴打架等事项,没有男丁会被骂成“绝户头”。 (LW,女,53 岁)
另一个家庭由于生育了三个女孩,而没有生育一个男孩,便经常性被其隔壁邻居欺负。

那时候真想生育一个男孩,为此还在外躲避了几年,但最后还是没有实现。 第三个女孩当

时都是罚了款的。 后来想想算了,就这样了。 农村就这样现实,没有男孩怎么能顶立门户。
(LW,男,63 岁)
上述种种,形构出特定时期农村家庭外出躲避计划生育政策,而最终实现生育男孩的“超生群体”。
在这里,家庭凸显其社会细胞基本功能,个体作为家庭、家族一分子,必然会在家庭主义框架下牺牲

个人基本追求。 质言之,“在传统关系模式中,个人是为了延续其(或其丈夫的)家庭而存在,不是为了

服务个体的需要而创造家庭” [27]22。 尤其在生育政策收紧阶段,中国传统家庭的价值取向十分强调父子

关系,讲求男性继承制,认为只有生育儿子才能延续家族香火。 进而,生育决策是以家庭、家族为核心本

位,传宗接代、延续门楣是个人价值的最高体现。 而这一点,也能从当时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乡镇分管

领导那里得到验证。
那时候镇里,计划生育是头等大事。 “一票否决”,上下都很重视。 到外地抓超生是经常

情况,北到内蒙古,南到广州、深圳,东到江浙沪,西到四川、湖北等地,全国各地都跑遍了。
(LHW,男,50 岁,乡镇分管领导)
2. “多子多福”形成的超生群体

中国传统价值观里,“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体现了人们对世代传承与家族观念的重视。 钱穆指

出:“‘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 [28]51 人是社会中的人,是家庭、家族一分子,人与社会相互

嵌构,实存的个人绝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脉络尤其是家庭关系。 张祥龙认为,“儒家的全部学说之根扎

在家里边”。 因而,“在儒家看来,人的终极存在不在个体而在原初和真切的人际关系,也就是家关系,
特别是亲子关系之中” [29]18-19。 由此,家、家族及其伦理既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也体现中国文化的根本内

涵与血脉渊源。 其对个人价值形成与行动思维、行动方式等均有较强的连带作用。 一位工作多年的村

干部感受颇深,说出了其在计划生育年代开展农村基层工作的艰难,反向验证农村社会超生行动的实体

再现。
当村干部这么多年,农村什么情况都了解。 农村就是那样子,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人帮腔。

你家里有几个弟兄,在村里声势就不一样,就能占点便宜。 (YWH,男,56 岁,村党支部书记)
反观村民群体基本认知,农村社会封闭狭小,关系网络清晰,谁家情况基本都能了解。 “人多力量

大”“拳头多了不吃亏”等固有观念,更是强化了传统时期农村青年对于生育子女数量的另类追求。
你家里有几个男孩,不仅在村里有地位,没有人敢招惹你家,就是在家门里也是一种资源。

(KY,男,58 岁)
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中国,人们仍然固守“养儿防老”“多子多福

 

”的基本信念[30] 。 加之,传统农耕

手段和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导致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 这就形成了劳动力多,尤其是男劳动力

多在农业生产中的显在优势。 另外,在这些地区,农民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传统社会遗留下

来的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旧有生育观仍有强大而顽固的生命力。 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当地青年

农民的生育心理,即多生育、生男孩,并从行动模式上表达为对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消极应对与积极躲

避,实现自己及其家庭生育理想子女数的超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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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亚文化形构的“不想生”群体

相较而言,亚文化是游离于主文化之外的边际性文化。 在传统社会,处于婚育年龄段的青年男女结

婚、生子被视为人生道路上的必经过程,是父辈必须帮助子代完成的家庭责任。 在这种观念引导下,结
婚、生育并不被看作是个人隐私和自我选择,而是家庭与家族的基本要求。 因此,那一时期,农村地区主

动选择不婚或不育的青年男女数量极少。 反之,进入新世纪,随着亚文化侵入以及现实社会压力,多数

农村青年选择晚婚晚育,甚至极少数青年选择不婚不育,直接形塑出一批“不想生”的亚文化群体。
1. “个体至上”形成的“不想生”群体

亚文化症候中的青年群体,无论“80 后” “90 后”还是“00 后”,沉浸在自我世界里不断舒展。 到了

婚育年龄,不结婚、不生育,有的宁愿做起“丁克”,呈现出低欲望“躺平”主义。 农村青年在流动时代的

现象性表达,成长为“候鸟”式的新生代农民工。 他们面对城市生活诱致性以及现实性压力,正在经历

“城市融不进、农村回不去”的尴尬境遇,从而形成对于结婚生育的恐慌与排斥。 一是迎合“佛系一代”
的“向死而生”,二是内卷式的精致性自我追寻。 有数据表明,80. 2%的被调查者不认同“养儿防老”观

念[31] ,且将“养儿防老”的家庭主义生育动机让位于强调情感满足的个体主义生育动机。 这一群体在城

市打工,追求个体自我的暂时性满足,不仅不结婚,而且连谈恋爱都是一件暂时无法完成的任务。
现在外面打工,整天忙死了,哪有时间谈恋爱、结婚,更别提生儿育女了。 我们这代人和父辈

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不能用他们的标准来要求我们。 我们有自己的生活! (LSY,女,29 岁)
我现在还小,还不到三十岁呢! 我就根本没有想过要结婚,一个人多自在呀! (ZSD,男,

28 岁)
诸如此类的言语,成为他们寻找个体自由、摆脱当下传统束缚的一种借口。 调研可知,强调个体存

在感,追求自我价值,以自我为中心,是这一时期青年群体的亚文化表达。 他们在务工城市甘做“负翁”
“月光族”等,不敢也不愿承受结婚生子带来的家庭责任与照护义务。 作为“飘着的一代”,想在城市立

足,实现市民化目标,但是现实层面的诸多约制又让他们可望而不可即。 面对城市高强度生活压力与工

作节奏,这一群打工人不甘心沉沦,自动选择内卷式生活;或者卷不动,而宁愿选择暂时性“躺平”。
现在这么卷,你不努力,就会被淘汰。 但是我又不甘心躺平,回老家做个啃老族。 所以就

在城里暂时飘着,混一天是一天! (YS,男,26 岁)
2. “压力负荷”形成的“不想生”现象

凡勃伦指出,财富能够保证有闲阶级即使不劳动,也能做到“有闲” [32]77-82。 当下,社会流变性与需

求多元性,农村青年在城市化过程中感受城市生活诱惑,并在现实层面达致悠闲生活的当下实践。 他们

不愿背负太多城市压力,如经济压力,子女生育、养育压力,升学、就业压力以及自己的晋升压力,等等。
如此之多重压力相互糅合,形构结婚生育以及生育多孩等行动意愿的消极与后撤。 他们的记账本里,可
以清晰看见其理性分析生育后的诸多开销,从而让生育政策回归家庭与个体后的自动区隔与消极应对。

一个小孩,从怀孕、出生,接下来幼儿园、兴趣班,小学、初中、高中,上大学了,一直到结婚,
都要花钱。 一个孩子尚且如此,别讲二孩、三孩了。 农村收成有限,城里打工也挣不到多少钱。
我现在一个男孩,比较满意的。 所以,暂时是不会考虑生育二孩的。

 

(LRW,男,32 岁)
有研究指出,抚养孩子经济成本可分为三个方面,即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 其中,生育成本方面,

普通公立医院生育一个孩子,孕检、产检及分娩全过程费用一般为 5
 

000 ~ 20
 

000 元。 教育成本方面,我
国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为 10

 

374 元 / 年,高中、初中、小学生均教育成本分别为 17
 

883 元 / 年、9
 

982 元 / 年、
7

 

532 元 / 年[33] 。 延展来看,城市家庭对子女教育模式因应到农村家庭中,在经历“一孩”教育“内卷”和

“鸡娃式”生活之后,很多农村青年对生育“二孩”和“三孩”望而却步。 孩子成年后结婚彩礼、婚房配置

等,也是他们不想生育多孩的现实约制。 数据显示,1998 年中国商品住宅销售均价仅为 2
 

063 元 / 平方

米,2019 年则高达 9
 

310 元 / 平方米[34] 。 从这一点看,当今高房价和养育后代高成本,不仅直接导致低

收入群体难以实现有闲阶级生活目标,也导致部分原本在低房价和低养育成本条件下能够实现自然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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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目标的中等收入群体生活变得较为艰难,同样加大了他们“成家立业”以及生育“二孩”以上目标的难

度系数。
在村里搞计划生育好多年了,从那时候“一孩半”政策严格性来看,好多家为了生个男孩

……弄得家里一贫如洗的。 现在政策放开了,都在讲卫生、计生保健了,注重女性生育品质了,
年轻人反而不生了。 有的到了年龄,不谈恋爱、不结婚,更别提多生几个小孩了。 (TYK,女,50
岁,村妇女主任)
综上,农村青年裹挟在务工大军中,一方面感受城市文明的激情四射,另一方面感受城市生活的亚

文化侵扰。 现实语境下,生活成本高企,工作压力大,社会竞争内卷严重。 因而,这一群体认知里,现代

社会,多一个孩子不只是过去“多添一双筷子、多煮一把米、多舀一瓢水”等散养模式,而需要全身心、全
过程投入精力看护,投入经济支撑,更要考虑子女在竞争社会中诸多不可知的未来。 诸种现实,对农村

青年来说,在既要抚育下一代,又要赡养上一代的重担之下,正逐渐向“生得起、养不起” “生容易、养太

累”的现实屈服,逐渐淡化生育“二孩”或“三孩”念头,并据此形构农村青年对生育行为的消极回应与尘

世逃离,成为“不想生”群体中的一员。

三、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农村青年生育观念嬗变的二维张力

当前,多数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使得农业从业人口大量减少。 同时,劳动方式改变致使生产者

不得不通过减少生育子女数量来获得更多学习、工作时间。 另外,现代生产力提高和卫生条件改善大大

降低了婴幼儿死亡率,使得家庭从追求子女数量逐渐转变为注重子女素质[35]7-8。 据此,从前“逃着生”
演变为当下“不想生”现象,均具有存在的基础性要件。 进而,无论是家庭主义传统观念还是个体主义

现代性追寻,都较为清晰地阐释了农村青年生育观念的嬗变逻辑。

(一)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张力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主义则是价值体系在家庭中的社会实践,且具体表征为生育观念中被社会

强化的性别关注度,“男孩偏好”“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成为家庭主义语境下的日常操守。 相对而言,
个体主义认为每一家庭成员都是一个利益主体,个人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与能力[36] ,个体价值高于群

体价值,并具体显现为日渐弱化的性别关注度,“男女平等” “活在当下”成为个体层面的行动遵循。 因

此,社会体系中,伴随家庭主义式微以及个体主义崛起,从家庭主义过渡到个体主义,是现代社会对于人

们观念行为的一种导引与启蒙,并能有效形构人们的生活实践与行动样态。
1. 家庭主义式微

通常而言,生活认知层面的家庭主义可表达为传统家庭主义再现(本文所称家庭主义即传统家庭

主义)。 其核心观点有两个,一是家庭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二是家庭成员有强烈责任感。 现代社会,随
着个人在家庭(族)中地位和话语权大幅提升,“家核心” “家本位” “家天下”传统生育观在现代化进程

中已呈弱化趋势。 现代青年的人生信条中,绵延子嗣不再居于首位。 他们会因职业发展、理想追求、享
受自由生活等各种原因推迟生育计划,甚至少生或不生。 同时,分析看到,“家庭关系中个体转而成为

中心的趋势” [37]11,注重自我而较少关注外在看法,成为其思维走向与行为方式。 这一群体的个人意识

不再湮灭于家族意识之中,不再将个体利益捆绑于家族或家庭利益之中。
现在年轻人基本没有家庭观念,也没有家族传承意识。 对于传统风俗等也看得比较淡,不

注重乡情民俗,不注重传统礼节性交往。 他们更注重短平快,注重网络效应,赶时髦、求新鲜。
(TYF,男,52 岁)
另有部分农村老人更是自嘲地说自己知道的网络热词,并据此谈到自己对于当下农村青年的认知,

以及家庭观念淡漠的无奈。
网络上热词“断亲”,说的就是年轻人现状。 男孩大了,不谈对象、不结婚、不走亲戚。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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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待在家里,上网打游戏。 对人情世故等不管不问,还怎么指望他们今后顶门户。 (HJN,女,
42 岁)

村里好多女孩出去打工几年,钱没有挣多少,观念却转变得快。 张口闭口都是网络流行

语,我们也不懂。 对于传统节日敷衍了事,倒是比较注重过“洋节”! (JND,男,55 岁)
对于过往时期农村青年“逃着生”等基本事实,学者们从农民生育动机、生育需求等方面进行解释,

将农民超生原因归结于中国传统生育观念和文化影响,其中又以强烈的“男性偏好” “多子多福” “养儿

防老”“接续香火”等观念影响最大。 然而,伴随流变社会的独特性,以及网络社会即时性表达,让这一

群年轻人内心深处,不仅家庭(族)主义生育动机不断淡化,而且男性偏好也日益弱化。 “多子多福”“养

儿防老”等基本观念正被未来可见的自我养老、社会养老、机构养老等代替,从而呈现出青年一代对于

家庭主义基本遵从逐渐弱化甚至式微后,具象化为“不想生”的基本事实。
 

2. 个体主义崛起

伴随现代化进程,个体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意义上的转型[38] ,其相互依存、相互嵌套的基本事实

正被强调个体意识所掩盖。 在中国社会,个体主义是 20 世纪初从西方传进的舶来品。 且在传进来后,
其内涵也伴随转型期基本现实而发生了变化。 有学者曾指出,个体化理论有三个面向值得特别关

注[37] ,并最终在去除传统化之后,实现个体化目标。 从这点来看,个体化基本面向本身含有矛盾复杂性

与需求多元性。 流变社会中,青年群体不再固守农村场域,而呈现为高强度、大范围流变与脱离。 尤其

在务工城市,年轻人或主动或被动接受个体主义以及社会亚文化悄然润饰,引发其对现实社会压力的及

时反馈与自我表达。
生儿育女,不仅有生的责任,更有养、育的义务。 但对打工族来说,养育一个孩子,还能凑

合,养育两个以上就比较艰难了。 这不仅是温饱问题,而且是更高品质教育与后续发展的问

题。 (WHJ,男,30 岁)
进而,伴随个体主义崛起,青年群体生育意愿更迭与行动模式,需从更全面视角对生育意愿代际传

递路径和作用机制加以认识[39] 。 农村青年处于流动大潮中逐渐迷失自我,而被自利、个人、内卷、躺平、
摆烂等概念性语境所塑造。 于是,凡事从自我利益出发,考量自我感受,追求个体基本价值以及现代性

主动适应,而很少在乎外在基本看法与传统风俗羁绊。 上述种种,均表征为青年群体生育观念的嬗变

诱因。
在城里打工,看似每月拿到手不少工资,但是架不住花费大呀! 吃饭、买衣服、化妆品、旅

游等哪样不花钱。 你不能像我们父母亲那样,劳累一辈子就是为了能够吃饱饭,然后活下去。
年轻人还是要讲究生活品位的。 (WT,女,35 岁)
马克思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就根本不能获

得解放。” [40]527 务工城市快节奏以及市场经济精于算计等行动思维,贯穿于农村青年日常实践中,从而

导引出家庭主义逐渐式微与个体主义强势崛起。 两者形成鲜明反差,并在何为主体与本位中相互拉扯,
形构出农村青年生育观念变迁的显在张力。

(二)家庭主义与新家庭主义抵牾

通常来说,家庭主义以家庭伦理为核心,并在家庭伦理规制下对家庭结构、家庭资源和家庭关系进

行调整与优化后,具象化为子孙绵延与代际传承。 然而,现代性过速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
也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转变,激活了农民家庭主体性和能动性,塑造出“新家庭主义” [41] 伦理规

则。 这样,与传统家庭主义有所不同,“新家庭主义”更加强调家庭功能性与调适性,并以“子女为中心”
以及“恩往下流”行动路向与人伦关系为表达方式。

1. 家庭主义基本转向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

物。” [42]6 传统时期,“家庭主义”被界定为人伦规则,注重“伦”的效应,强调家族与家庭整体利益。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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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里,伴随家庭主义基本转向以及流动性多重拉扯,整体氛围倾向于多元和包容,其家庭主义基本构

成也相应变更。 尤其社会层面对子女性别观念逐渐弱化,如不再强调子女数量,不再强调“男孩偏好”
等基本观念渐入人心。 加之,流动性变迁与快节奏生活,引致社会注意力大多聚焦即时性动态,而很少

长时间聚焦某一领域,也引发人们生育观念及其生育行动基本转向。 换言之,一是数量上,追求由多变

少,从“多子多福”转为“少生优生”“优生优育”;二是性别上,由“重男轻女”逐步转变为“一男一女”直

至“生男生女都一样”,对生育男孩追求程度降低。 既往“多个孩子加瓢水、加把米”的艰苦生活正逐渐

被高品质现代性生活所代替,直接导致青年群体淡化外在期待,注重个体价值与生活、精神层面理想化

追求。
现代社会,竞争这么激烈,都在讲内卷。 生育太多孩子,素质提升就跟不上了。 我家一个女

孩,感觉挺好的,没有觉得一定要有个男孩。 现在追求精细与精致培养。 (QRH,男,29 岁)
与之相应,这一群体行动思维,表现在子女身上,与老一代散漫化抚养根本不同。 日常实践里,农村

子女也要享受与城市孩子同样的公共服务资源观念,让其在现实中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严重内卷行列。
未来期许里,不仅考量孩子现在的生活品质,而且还要在可预见的未来,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平台。 同时,
在赡养父母方面,“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可能只是某些人群内心认知的理想化表达,现实层面却出现

较多“女儿赡养老人比儿子更好”“女儿可能比儿子更为贴心”的现象。
男孩有什么好的,隔壁老李家倒是有三个儿子。 老李走掉后,留下老太婆由三家按月轮流

赡养。 老太婆每个月到处颠簸,到哪家都不习惯。 最终不到两年,也走掉了。 还是像我们家这

样一个好,不要操心这事! 老张家倒是两女户,现在比谁都过得好。 丫头们抢着孝顺! ( JQ,
女,48 岁)
如此种种,均有效消解了家庭主义“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生育子女性别、孩次上的追求。
2. 走向新家庭主义

新家庭主义是相对(传统)家庭主义而言的。 两者相似之处在于,家庭利益均高于个体利益。 不同

之处在于,(传统)家庭主义强调“利往上走”,强调绵延子孙,接续家族香火;新家庭主义则强调“恩往下

流”,强调精致性养育,整合全家力量优生优育。 进言之,与家庭主义相应,儒家传统强调“不孝有三,无
后为大”“多子多福”等观念也体现了中国人对家庭负有强烈义务;而新家庭主义则在于子代发展以因

应社会调适性,呈现为“以子女为中心”与“恩往下流”的基本格局。 受这种“下行式”家庭观念影响,中
国父母不但将子女养大成人,而且还帮助子女结婚成家。 且等子女有了自己后代,还要帮助子女照顾孩

子。 据此推之,家庭义务束缚下的中国父母承担着无限责任,呈现出新家庭主义基本特征。
在城里打工,一年收入也有十来万。 但一直是租房居住,一个男孩,带在身边上学。 你说

像这样的条件,如果不考虑购房因素,也能集中精力把他培养起来。 比如参加兴趣班、辅导班

等等,暂时都能搞得起。 家中长辈想让我们再生一个,说以后可以让孩子有个伴。 但我们认

为,一个孩子,好好培养就行了。 如果再多一、两个,生活质量就不一样了。 (WY,女,38 岁)
由此,在现代化和市场化面前,农民家庭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被改造的客体,而是呈现出很强的主体

性和能动性,并欲通过代际合作积极回应现代性压力。 无论生育还是养育,农村青年在城里务工,感知

城市生活节奏,其对子代期望值正在成为新家庭主义航标。 在这里,对他们来说,子代教育不再是可选

项目,而是必选项目。 教育在促进家庭发展中的地位正在上升,兴趣班、补习班、专人接送等,正成为农

村青年对子代的标准配置。
儿子、媳妇在外打工都比较忙,我们老两口帮助他们,接送孩子上下学,让他们安心打工。

老两口现在还能干,但是挣再多钱,孩子培养不出来,不还是没有用吗? (WG,女,52 岁)
在此意义上,当子女培养成本与质量呈正相关时,农村青年生育观念中“少生或不生”是常态。 “多

生一个、让孩子有个伴”则更可能是长辈对子辈的理想化期许,是长辈基于传统观念的当下呼应。 这一

社会背景下,新家庭主义融入农民家庭再生产过程,也是农民家庭应对现代性压力的权宜性举措,更是

形构农村青年生育观念变迁的另一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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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乡土社会里,外在因素对子女性别关注度高的阶段,家庭主义占主流,农村青年普遍表现为积

极的生育意愿,并在“逃着生”中实现“男孩偏好”以及“多子多福”的关照;流变社会里,外在因素对子女

性别关注度低,甚至发生关注转向阶段,个体主义逐渐占据优势,农村青年普遍表现为消极生育意愿,并
在“不想生”中展示其亚文化心态。 如此种种,便可勾勒出社会变迁与文化流变效应生发的生育观念嬗

变逻辑,即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张力以及家庭主义与新家庭主义抵牾后的代际延展与行动再现。

四、结论与建议

生育观念变迁,是青年群体基于现实社会压力的自觉反馈,其间不仅具有家庭责任重构,也有个体

愿望表达,更是对于国家层面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接续调整后的及时回应。 基于此,文章以 Z 镇案例为

依托,采用半结构访谈收集资料,探究农村青年生育观念的嬗变逻辑。 具言之,一是事实经验层面,“逃

着生”现象是特定时期“男孩偏好”以及“多子多福”观念的直接体现;“不想生”现象是流动时代个体至

上理念以及现实压力难以承受后的理性选择。 二是理论解释层面,围绕生育观念和行动逻辑,文章用个

体主义、家庭主义双重张力这一架构予以阐述。 一重因素是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张力而引致的变迁,另
一重因素则是家庭主义与新家庭主义抵牾后的基本流变。 两重因素相互嵌套,共同形塑出农村青年生

育观念嬗变的基本历程。 毋庸讳言,作为一项质性研究,上述论证只是基于特定时代以及具体场景而提

供的一种解释维度和研究方位,尚存在资料不够全面、解释不够多维、研究深度有待拓展等不足,后续将

予以跟进。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

忆的。” [43]54 青年群体在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既要处理好个体与家庭关系,也要处理好个体

与社会关系,更要处理好当前与未来关系。 如是,上文基于个体主义、家庭主义等行动要素所呈现的生

育观念变迁逻辑,还需将应对之策融进生育政策顶层设计、基层实践以及青年群体文化认同中,共同构

成推动生育观念转变和生育行为优化的三维框架。
 

第一,强化生育政策顶层设计,完善奖补制度体系。 当前,尽管国家层面已相继推出“全面二孩”
“开放三孩”等系列宏观政策,以期调整和优化人口结构,但在基层实践层面,仍暴露出政策执行力度不

足、目标定位不准确等问题,亟待强化顶层设计,完善相应奖补体系。 具体而言,一是尽快制定详尽的政

策实施细则,确保政策在地方层面贯彻执行;二是构建高效的政策实施组织体系,整合教育资源、医疗保

健、住房保障等多方面资源,形成生育政策支持合力;三是建立动态监测和评估体系,定期评估生育政策

实施效果,以便及时制定针对二孩、三孩家庭的具体奖补措施。
第二,精准对接个体需求,推动基层实践有效落地。 对于如何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满足个

体需求,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更需基层有效对接,推动政策有效落地。 譬如,研究制定二孩、三孩家庭

在生育、托幼、上学、购房等方面的奖补办法,以具体可操作举措纾解育龄人群内心无形焦虑与外在

有形负担;基层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提供育儿津贴、完善托育服务体系;市场主体要主动参与,提供

灵活的工作制度、育儿假等;社会组织应积极为育龄家庭、育龄人群提供专业的社会服务;社区应着

力营造温馨的生育氛围,打造社区支持网络;家庭内部成员之间要增强理解和支持,共同承担生育、
养育责任等。

第三,基于文化认同,拓宽青年群体生育思维。 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对青年群体生育意识进行引导

和拓展。 一是通过多样性文化活动,传递生育积极信息,减少青年对生育的负面认知。 帮助青年群体正

确认识自我,有效处理个体主义与家庭关怀、社会认同之间的复杂矛盾;二是通过文化教育与生命教育,
强化青年群体对家庭价值和社会责任的认识,帮助他们有效平衡工作、事业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相互关

系;三是创新宣传方式,利用新媒体等渠道,传播生育观念正能量,减少青年对生育、养育子女的顾虑,共
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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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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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fertility
 

concept
 

of
 

rural
 

youth
 

and
 

its
 

action
 

logic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w
 

fertility
 

rate,
 

focusing
 

on
 

the
 

phenomenon
 

of
 

“Escape”
 

when
 

the
 

birth
 

policy
 

is
 

tightened,
 

which
 

is
 

a
 

direct
 

classifica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Don’t
 

want
 

to
 

have
 

a
 

child”
 

when
 

the
 

birth
 

policy
 

is
 

returned
 

to
 

the
 

family
 

and
 

individual,
 

thus
 

presents
 

the
 

birth
 

concept
 

in
 

the
 

action
 

level
 

of
 

direct
 

outreach.
 

Through
 

deep
 

excavation
 

of
 

its
 

evolution
 

and
 

its
 

deductive
 

logic,
 

it
 

appears
 

as
 

the
 

tension
 

be-
tween

 

family
 

and
 

individualism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family
 

and
 

new
 

family.
 

In
 

other
 

words,
 

when
 

the
 

fami-
ly

 

doctrine
 

is
 

dominant
 

and
 

the
 

social
 

attention
 

to
 

gender
 

is
 

high,
 

it
 

is
 

the
 

basic
 

pattern
 

of
 

“Escape”.
 

When
 

the
 

individualism
 

is
 

dominant
 

and
 

the
 

social
 

attention
 

to
 

gender
 

is
 

low,
 

is
 

the
 

“ Do
 

not
 

want
 

to
 

live”
 

basic
 

form.
 

It
 

can
 

be
 

seen
 

from
 

this
 

that
 

the
 

essential
 

factor
 

of
 

the
 

change
 

of
 

the
 

fertility
 

concept
 

of
 

the
 

rural
 

youth
 

lies
 

in
 

the
 

inherent
 

uniqueness
 

of
 

the
 

youth
 

group,
 

which
 

exis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family
 

doctrine
 

to
 

the
 

individualism
 

and
 

from
 

the
 

family
 

doctrine
 

to
 

the
 

new
 

family
 

doctrine,
 

and
 

further
 

expressed
 

for
 

its
 

chan-
ging

 

society
 

and
 

external
 

culture
 

of
 

the
 

internalization
 

and
 

app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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